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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革命的动力机制
——以中央苏区时期的土地革命为例

孟庆延

内容提要：在有关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研究中，“结构发生论”与“组

织动员论”是两种重要理论传统。本文认为，这两种理论传统之间的争

论，源自其对“阶级”这一理论概念的不同理解，而都忽视了关于革命研究

的总体史视野。本文以 1927—1934年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领导

的土地革命为例，以“过程性比较研究”为基本分析框架，通过对史料的深

入分析，尝试揭示“阶级”是如何构成社会革命的动力机制的，进而以历史

社会学的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过程。本文发现，在苏区时

期的土地革命进程中，原本属于意识形态理论纲领层面的“阶级”开始真

正作用于地方社会，并同当时复杂的政治情势和地域社会原有的社会结

构相互影响、相互塑造，在“悬置”“耦合”与“互构”等机制的作用下，最终

演变为社会革命的动力枢纽，并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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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一、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用下列三种方法分配之：

（一）分配农民个别耕种；（二）分配农民共同耕种；（三）由苏维埃政府组

织模范农场耕种 。……二、一切土地，经苏维埃政府没收并分配后，禁

止买卖。……四、分配土地的数量标准：（一）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

平均分配。（二）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者比不能劳动者多分土地一

倍。（毛泽东，1928a：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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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田运动中，要坚决执行阶级路线。以农村中工人阶级为领导，依

靠着贫农，坚固联合中农，向着封建半封建势力作坚决的进攻。把一切

冒称“中农”、“贫农”的地主富农，完全清查出来，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

土地财产，没收富农的土地及多余的耕牛、农具、房屋，分配给过去分田

不够的及尚未分到田的工人、贫农、中农，富农则分与较坏的劳动份

地。（毛泽东，1933a：385）

上述两段引文均出自1927—1934年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颁布的

土地法令与土地文件。其中，引文一出自1928年颁发的《井冈山土地法》，而

引文二则是1933年发布的有关查田运动的训令。这两份文件的实质作用都

是推行土地革命，但是在细节上却不尽相同。简单来说，引文一所呈现的土

地分配方式是，首先“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所有”，然后按照人口或者劳动

力进行平均分配，总体来看，这是一道相对简单的“算数题”——因为这其中

并不涉及乡村社会中包括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在内的具体的阶级

成分划分；而到了1933年中央苏区开展查田运动之时，土地革命在具体执行

层面变得复杂起来，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要依据之前颁发的阶级标准①

对乡村社会进行阶级识别与阶级划分，将原本停留在理论纲领层面的阶级

概念操作化和付诸实施——实际上，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开始尝试将基于之

前诸多实践所形成的阶级理论转化为具体的社会政策付诸社会革命的起点

（参见孟庆延，2015）。那么，本文首先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经验现象：从引

文一的“平均分配”到引文二的“阶级路线”，“阶级”是如何进入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土地革命实践的？这一历史事实层面的经验变化，背后蕴含着怎

样的理论问题？本文认为，对这一现象背后逻辑的社会学阐释，关乎现代中

国的社会革命与国家政权建设等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

其一，在帝国治理形态末期，整个清王朝陷入了国家政权建设进展缓

慢、对基层社会动员能力不足、社会一盘散沙的困局，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

中国自 19世纪起才开启自身的现代化进程，同时这一现代化进程的独特之

① 1933年10月，毛泽东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中将乡村社会区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

（农业）工人”等不同的阶级成分，并给出了具体的量化标准（毛泽东，1933b：127-129）。这一标准一直沿

用到1946—1947年的新老解放区土改。

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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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于，它同时蕴含着共产党政权所主导的大范围的社会革命与国家政权

建设两个内在意涵。在当时的诸多政治力量中，只有中国共产党以“阶级”

作为自身的理论纲领所展开的革命完成了对社会结构的再造，在革命的具

体语境下，“阶级”既是政治层面的意识形态问题，同时也是社会层面的分类

系统问题——马克思阶级理论的本质是以生产力/生产关系来对“社会”做出

分析与判断。由此，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就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工业

化程度极低，有着与包括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尽相同

的内在社会结构，那么中国共产党又是如何运用马克思的基本理论来应对

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的呢？在这一过程中，革命政党是如何一方面以理论

武器改造社会，同时又不断根据“社会”的实际状况对经典理论做出再阐释，

进而形成自身的理论纲领的呢？——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实质关涉的乃是

革命政党是如何从理论上分析与构造“社会”这一问题，或者说是马列主义

中国化的社会过程问题。

其二，对“阶级”是如何进入中国革命的社会实践的这一经验现象展开

讨论，实质上还关涉历史社会学与政治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即革

命究竟是“发生”的还是“制造”的。美国历史社会学家西达·斯考切波在其

代表作《国家与社会革命》中曾经提出一个著名论断，即“革命是到来的，不

是制造的”。在她看来，革命并非是由政治力量或者个体精英有意识和有目

的发动的，而是在复杂的社会结构变动之下产生的具体历史后果（斯考切

波，2007：15-19）；与之相对应的是，周锡瑞认为斯考切波这种“结构”意义上

的革命决定论实际上严重忽略了革命精英本身的主观能动性，而这一点对

理解中国革命至关重要（周锡瑞，2013）。无论是斯考切波还是周锡瑞，他们

都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革命的具体场景中，究竟什么是“结构”。换言

之，在“阶级”的语境中，应用于当时中国革命实践的“阶级”理论，本身就是

不断穿梭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与“中国社会实际”之间动态生成的系统

理论，而它同时奠定了韦伯意义上的政治权威的正当性基础。由此，本文尝

试通过对“阶级”在地化的过程性分析，提出“社会革命的动力机制”问题，以

此回应历史社会学研究领域有关“革命发生论”与“制造革命论”的争论。

其三，中国现代历史中的国家政权建设与社会革命是同步展开的，其结

果则集中体现为“革命教化政体”，而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家运动又

可以看作 1949年以前的革命运动在革命胜利后的延续（冯仕政，201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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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1949年以前的革命运动主要是依靠以“阶级”为枢纽机制的土地革命

所展开的，而学术界以往的研究，要么将中国革命中的“阶级”理解为当时社

会结构的知识性客观呈现（即“革命发生论”），要么将其理解为政党的一种

组织动员技术（即“制造革命论”），但是却忽视了最为重要的一点，即“阶级”

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进程中，是经过不断地实践、调整所形成的政策标准，

进而演化成独特的政治传统。因此，对这一历史进程背后蕴含的社会结构

性逻辑的探讨，实质上是对“革命教化政体”的“前史”研究与“发生学”研究。

综上，本文将以1927—1934年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为研究的时空范畴，

聚焦“阶级”究竟是如何从单纯的“外来理论”和意识形态转化成一系列具体

的社会动员机制与政策这一经验问题，以此回应历史社会学与政治社会学

研究中的经典争论。

二、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一）对既有研究的回顾

从社会学的学术史来看，“革命”乃是经典社会学研究的母题。雷蒙·阿

隆在其著作《社会学主要思潮》中就曾经专列“社会学家和1848年革命”一节

来讨论孔德、马克思以及托克维尔对 1848年欧洲革命的态度（阿隆，2015:
254）。不仅如此，早期经典社会学家还专门对革命做过社会学分析：马克思

将事件史分析与阶级分析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对法国大革命中的雾月政变

做出了极具洞察力的分析，这一分析突破了社会学研究中的结构与行动的

二元对立——马克思既讨论了作为社会结构的阶级结构究竟怎样推动和塑

造了革命的进程与趋势，同时揭示了历史个体的行动是如何塑造结构与情

势，进而影响历史事件的（马克思，2018）。应星指出，马克思对雾月政变的

分析是事件社会学的分析典范（应星，2017）；而笔者认为，在方法论层面之

外，马克思对法国大革命的分析实质上乃是一种总体性的革命动力机制分

析——所谓“革命”，是结构-情势-行动者在具体历史时空中相互作用的某

种历史耦合效应，这些“要素”共同构造了革命的动力机制，同时也塑造着革

命后的社会结构与状况。实际上，马克思对革命的分析路径在后来学术史

的发展中裂变成了“发生论”和“动员论”两种不同的研究传统。

其一，革命的“结构发生论”。正如笔者在本文开头所提到的，以西达·

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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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考切波等为代表的美国历史社会学研究者强调阶级结构与社会结构实质

上促成了“革命”的发生。在斯考切波看来，包括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以及

19世纪末开启的中国革命等在内的现代革命，其本质都是社会革命，即“一

个社会的国家政权和阶级结构都发生快速而根本转变的过程”（斯考切波，

2007：4）。进而，斯考切波强调，“为适当地理解社会革命，需要分析者采用

一种非意志论的结构性视角来分析其原因与过程”（斯考切波，2007:14）。由

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斯考切波所强调的革命是结构性要素运动的复杂结果，

而她所重点考察的结构，恰恰就是“阶级结构”。斯考切波的这一分析路径

一方面是受到了马克思的结构分析传统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巴林顿·摩尔

所开创的“摩尔学派”的某种延伸——摩尔对革命的研究实际上采用的同样

是这样一种非意志论的结构性视角——他通过对六个国家的革命历史过程

的比较分析，揭示了社会内部的阶级结构究竟为什么在革命之后生成完全

不同的政治制度（摩尔，2012）。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这样一种革命的“结构

发生论”并非只限于社会学的研究中，历史学研究亦有此种解释脉络。例

如，在有关中国革命的研究中，饶伟新就专门围绕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的结构

性要素展开分析，详细地揭示了在土地革命展开之前，整个赣西南地方社会

包括阶级、宗族等在内的一系列结构性要素，以及这些要素可能对革命产生

的影响（饶伟新，2002）。

其二，革命的“组织动员论”。正如笔者在前文中所指出的，围绕革命的

“结构发生论”，曾经产生过一系列的争论。周锡瑞等研究者明确指出革命

不可能是“非意志论”的，而且行动者本身的能动性往往在革命的发展过程

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样一种对行动与行动者的关注在更多的研究中

则演化成为“革命的组织动员论”——强调在整个革命进程中，特别是在有

着自身独特阶级结构的“后发现代化国家”中，作为革命关键力量的阶级实

际上是政治力量进行广泛大众动员的结果，而并非自发的内生性过程的

结果。由此，倾向于组织动员论的研究者，关心的普遍问题乃是革命政党究

竟是通过何种组织技术与动员策略完成的动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郭于

华、孙立平、李康、李放春等研究者通过口述史的方式，提炼出“诉苦”这一重

要的组织技术，并围绕这一组织技术的历史过程、运作机制与心灵效果，以

“过程-事件”为分析策略展开了一系列口述史研究（郭于华、孙立平，2002；
李康，1999；方慧容，2001；李放春，2010）。这一有关土改研究的口述史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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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福柯权力理论的影响，其重点在于将权力技术作为一种组织机制和动

员策略加以理解，借此理解“共产主义”的理念与意识形态是如何进入普通

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中的。

在有关革命以及中国革命的社会科学研究传统中，无论是“结构发生

论”还是“组织动员论”，实际上都阐明了理解斯考切波意义上的“社会革命”

的一个角度，而这一“结构”与“能动性”之间的对话与张力实质上亦可以理

解为社会学研究中“结构/行动”之间张力的某种延续。在当前的历史社会学

研究领域，结构/机制叙事与事件-过程叙事两种范式之间也存在着内在的张

力与对话。简单来说，所谓“结构/机制叙事”就是指历史事件的过程与细节

只是研究的对象与材料，社会学研究对其分析应该重在从中提炼出某种普

遍性的规律、原理或者知识。正如张静所指出的，社会学研究中的“故事”和

“过程性叙事”，需要能够从“故事”本身上升到“案例”层面——因为“案例分

析的目标不是讲故事，而是产出知识”；进而，“案例分析可以提供的知识类

型不止一种，比如解释（原因）知识、理解（特征）知识或规范（原则）知识”（张

静，2018:126）。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赵鼎新对当前国内社会学

研究的一些批评，特别是他对单纯过程性叙事与过程性发问的批评。在赵

鼎新看来，单纯的过程性叙事和过程性发问存在着“叙事过程的无限可能性

问题”，而这种叙事过程的无限可能性实际上使得研究者很难得出某种普遍

性的规律与原理（参见赵鼎新，2021:114-115）。究其根本，这样一种提问的

方式的最大问题来自整个过程性叙事的提问相比于时空比较式的提问而

言，缺少足够大的信息量（参见赵鼎新，2021:116）。

（二）本研究的分析框架

以上方法论层面的讨论涉及的乃是社会学研究中结构/机制叙事与过

程-事件叙事长久以来的争论。而本文亦希望可以回到马克思事件社会学的

总体史分析路径上，进而以“过程性比较研究”的分析策略，通过对“阶级”在

具体革命场景中演变为社会革命动力机制的发生学研究，建立起“事件丛”意

义上的比较研究路径。具体来说，本文的分析框架又分为下述三个层面。

其一，本研究重点讨论的是“阶级”在早期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中的“落

地”过程，在经验层面的梳理之外，重点在于分析作为“知识的阶级”、作为

“动员机制的阶级”以及作为“意识形态正当性的阶级”之间的复杂关系（具

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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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见图1），并通过对史料的历史社会学分析，呈现在多重意涵的“阶级”复杂

作用下所形成的“社会革命的动力机制”。这样一种革命动机机制，实质上

是在“知识”“政治”与“社会”三重逻辑下，在具体历史的演进过程中“耦合”

而生成的。

图1 本文的分析框架：“阶级”的三重意涵及其复杂互动

其二，正如本文开头所提出的那样，本研究所关心的经验问题，乃是在

1927—1934年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这一具体历史场景中，“阶级”究竟是如

何从最初单纯的“意识形态纲领”转变为具体的社会动员机制和策略的。但

是这一过程性叙事研究的背后，实际上蕴含着对社会学理论问题的关切：

“革命”究竟是动员而成的，还是“客观”社会结构的自然结果，在中国革命的

具体语境下都有各自的前提假定，即“阶级”是革命政党塑造出来的社会结

构还是原本就已存在的结构状态。然而，本文开头的引文充分表明，“阶级”

是革命政党在具体革命实践中，不断在马列主义经典理论与中国社会的社

会事实之间“穿梭”“调适”而最终形成的一种政治传统，而这种政治传统也

并未完全脱离原有的社会结构，而是对原有的社会结构进行了一系列阐释

与改造，并以此为基础生产着新的、革命后的社会结构。因此，对“阶级”在

历史场景中的发生学讨论，实际上是在总体史的意义上对“社会革命的动力

机制”这一问题进行全新阐发。

其三，本文将要涉及的过程性叙事，实际上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描述”，

而是一种“过程性比较”。简单来说，无论是“阶级”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还

是以“阶级”为核心所构造的革命动力机制的发生学过程，都是由一系列的

构成“制度节点”的事件所组成。具体来说，整个中央苏区从开拓到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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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实际上也是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在赣南闽西开展革命的过程，而

在这样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者分别通过最初的宁冈分田、后来

的兴国分田以及再往后的闽西分田和赣西南分田等诸次分田实践尝试，将

原本属于“理论”范畴的阶级转化为了政党推进社会革命的动力机制，而这

几次分田实践，又都是在不同的政治与社会情势下为应对不同社会结构情

况而展开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所展开的过程性研究，实质上是一种“过程

性比较”——通过对同一历史进程中关键事件的纵向比较，我们才能真正理

解在一项政治传统生成过程中所存在的各种机制及其背后的结构性要素。

三、阶级：政党政治纲领的社会学意涵

对于社会学而言，“阶级”是熟悉而重要的理论概念。无论是马克思还

是韦伯，“阶级”都是他们对现代社会展开分析的重要概念工具。简言之，阶

级实质上是一种社会分类系统，亦是社会结构的外在表达方式。马克思通

过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来判断阶级的分类与属性，在马克思看来，在生产

资料占有情况上处于同样处境的人们，同时又认识到自身处于同样处境，也

就产生了“同属于一个阶级”的阶级意识。当这样的阶级意识产生的时候，

阶级这一概念就具有了“社会分类系统”的政治意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实践也才是一场“阶级”革命。

然而，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当“阶级”的相关理论与概念在20世纪上半叶

被当作救亡图存和解决总体性社会危机的武器而传入中国的时候，它的“本

质属性”乃是“政党革命纲领”，亦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在其 1925年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明确指出：“这

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

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毛泽

东，1925：3）
单从文字上看，上述文字似乎在传达这样一种对阶级的理解方式：阶级

政治本身是施米特意义上的敌我政治（施米特，2015），但是具体到早期共产

主义革命的语境中，作为革命纲领的“阶级”意涵则更为复杂。返回 20世纪

20-30年代的历史现场，我们发现，阶级对于革命政党而言，又不只是策略这

么简单，而是一种用于理解和分析当时总体性社会危机和症结所在的框

论 文

-- 174



http://src.ruc.edu.cn社会学评论2022年第6期

架。①对于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它在成立之初，面对

的乃是旧中国整个社会的系统性崩溃，因此，阶级理论既是整个政党的政治

纲领，也是分析社会症结的工具。所谓政治纲领，并非单纯的意识形态话

语，其内在蕴含着对社会的实质判断。

“阶级”这一概念以及相应的乡村社会的阶级成分划分早在20世纪20年代

初共产国际二大召开时就已经形成，而且也被引介到中文世界中。但是在很长

一段历史时期内，它都是作为意识形态与政治纲领而存在的，共产国际和联共

（布）所确定的农村社会的阶级分类并未实质性地应用在土地革命的实践中。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之后，中共中央在 1927年 8月召开了“八七”中央

紧急会议，这次会议明确了当时的革命性质与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即中国革

命是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②在 20世纪 20年代的语境

中，对社会性质与革命性质的判断构成了一个实质问题，因为这关系到在实

践层面的革命对象——如果是资产阶级革命，那么理应是资产阶级领导的、

推翻地主阶级的革命；但由于中国当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以及中国资

产阶级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土地革命这一“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中心问

题”成为中国共产党这个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心任务。③由此，以工农联盟为

核心的无产阶级在土地革命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上述梳理我们

也可以看到，至少在“罗霄山脉中段的割据政权”形成之前，“阶级”是作为政

治纲领而存在的，而这一政治纲领本身，则蕴含着对社会性质、社会结构的

分析和判断，因而具有重要的社会学意涵。

四、悬置：社会分类系统及其张力

如前文所述，以“阶级”为核心内容的政党政治纲领实则蕴含着对当时

① 杨念群在其著作《五四的另一面中》中敏锐地指出，五四运动对于我们理解近代的中国社会转型
与政治变革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无论是精英还是大众，在五四运动之后都开始越发重视“社会”以
及“社会科学”——因为似乎唯有如此，才能解决“社会无组织”和“国家无力量”的一盘散沙的局面（参见
杨念群，2019）；由此，阶级分析理论又成为对当时的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学说——
在当时爆发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理论更是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学说，得到了
更大范围的传播与推广（温乐群、黄冬娅，2004）。

② 参见《“八七”中央紧急会议之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
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第255页。

③ 参见《“八七”中央紧急会议之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
央文件选集》第三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第265~2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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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性质与社会结构的判断，这就意味着“阶级”的“社会分类系统”这

一重要属性。简单来说，“阶级”既意味着对当下社会结构的阶级分类的判

断，同时还意味着对革命后的社会结构的蓝图想象。然而，现实的革命情势

则是复杂而严峻的，同时，根源于当时苏联社会结构而形成的“阶级”理论，

还同有着内生性传统与结构特征的中国社会之间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张力，

因此，“阶级”理论传入中国之初，也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革命之

初，作为“社会分类系统”的阶级在很长时间里是处于“悬置”的状态。

1927年八七会议之后，朱毛红军会师被认为是井冈山格局形成的重要

标志。在井冈山割据的历史时期内，除了军事行动之外，以“分田地”为核心

的土地革命也构成了这一时期的重要革命内容，这又集中体现在赤色政权

在1928年12月所颁布的《井冈山土地法》中，这一土地法在分田实践上有下

述值得注意的地方。

其一，没收一切土地平分；其二，这部土地法的数量标准采用的是按照人

口（男女老幼）平均分配的方式，按照劳动力分配的方式只在很少的地方采

用；其三，在分田区域上，采取“以乡或者几乡为单位”（毛泽东，1928a：50）。
通过前述引文我们可以看到，在井冈山割据初期的革命进程中，土地分

配并不涉及对每一种农村阶级成分具体内涵的划分与判断，总体上采用“没

收一切土地”平分的方式来完成土地革命。《宁冈县志》中所记载的毛泽覃在

宁冈大陇的分田试点也说明了这一点：全村 500多人、113户，经核算，每户

平均分得土地 3亩，以原耕为基础，多退少补，各自插牌子，标名户主和田亩

面积，田莳下去的则分青苗，秋后收割（宁冈县志编纂委员会，1995:21）。这

一分田方式一直延续到朱毛红军从井冈山下山，一路游击到包括吉安、兴国

等在内的广大赣西南地区。在 1930年 2月召开的红四军前委，红五军、红六

军军委和赣西特委、赣南特委联席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分田实践中的

“一要分、二要快”的总体原则，进而依据之前颁布的《井冈山土地法》《兴国

土地法》以及之后发布的《“二七”土地法》，在当时的赣西南赤色政权管辖范

围内大规模分田。然而，这些分田实践都并未涉及具体的阶级成分划分问

题，所采用的具体手段也依然停留在“没收一切土地按人口进行平分”的层

面上。陈毅等就曾经如此评价这一时期的土地革命：这次分田仍存在一定

的问题，主要问题是还没有划分阶级，不明确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陈毅、

肖华等，1981：359）。

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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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阶段，之所以没有采用详细划分阶级成分的方式推进土地革命，

又存在着两个层面的原因。

其一，详细确定每个阶级成分的内涵，同时需要稳定的政权环境和充裕

的时间。然而，在井冈山根据地刚刚开拓之时，朱毛红军在军事上实际上处

于弱势，因此在长时间游击状态之下，很难形成稳固的政权形态，即使占领

某些乡村地区并进行了分田实践，原有的地权结构也很容易随着部队的撤

出而恢复。因此，在紧迫而复杂的斗争形势下，朱毛红军只能通过最为简单

的“平分一切土地”的方式贯彻“土地革命”的意识形态纲领。

其二，如果将“阶级”理解为一种社会分化机制的话，那么当时身处赣

西南的朱毛红军所面对的，还有更为复杂的结构性问题：宗族与土客构成

了这一区域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毛泽东在给中央的信中明确提到了这

一情况：

封建的家族组织十分普遍，多是一个姓一个村子，或一姓几个村

子，非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村子内阶级分化不能完成，家族主义不能

战胜……边界各县还有一件特别的事，就是土客籍的界限。土籍的本

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

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这种客籍人从闽粤边起，沿

湘、赣两省边界，直至鄂南，大概有几百万人。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

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前年和去年的国民革命，客籍表示欢

迎，以为出头有日。不料革命失败，客籍被土籍压迫如故（毛泽东，

1928b：69-74）。

总体上看，“阶级”一直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重要政治纲领，也是政

党对当时的社会状况做出判断的分析框架。然而，在开辟罗霄山脉中段的

红色政权的初期，尽管土地革命已经展开，但“阶级”在具体的分田实践中

更多处于“悬置”的状态。一方面，这一时期土改分田基本上停留在“平分

土地”的层面上而不涉及阶级成分划分的问题，更不涉及实践层面的按照

阶级成分的经济标准进行划分的问题；另一方面，当以“阶级”为核心的意

识形态与割据地区的具体社会生态相遭遇的时候，所谓的“阶级”矛盾中，

往往夹杂着一系列地方性的社会特征。例如，在宁冈地区，表面上看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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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与佃户之间的冲突与紧张关系，但是实质上却和历史积淀而成的“土客

冲突”紧紧联系在一起。①

五、耦合：“阶级”的落地进程

然而，将更为具体的阶级成分与划分“悬置”并非长久状态。随着朱毛

红军在赣南闽西等地区不断展开革命实践，随着赤色根据地范围的不断扩

大，“阶级”也渐渐走出了“悬置”的状态，开始了其扎根中国乡土社会结构的

“落地”过程，而这一过程本身，实际上又是多重历史要素“时空耦合”所形成

的“历史效果”。

1930年前后，“阶级”在革命实践中有了新的形态：不再像过去那样停留

在政治纲领与分析框架的层面上，而是以“路线斗争”的形态在土地革命战

争时期呈现出来。1930年 6月，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

议通过了《富农问题》决议，这份决议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第一次在党内对

“富农”这一阶级成分进行了界定②，并明确指出富农“这个阶级自始至终是

反革命的”（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1982a:398），进而

提出了“反对富农”的具体主张。然而，尽管《富农问题》决议案结合中国社

会结构的具体形态给出了有关富农的定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革命实践

中开始按照这个标准来识别和划分阶级成分，“阶级”问题更多是以“路线斗

争”的形态呈现出来的。

在1930年下半年，毛泽东在领导红四军开辟中央苏区的过程中，密集进

行了一系列农村调查，形成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赣西南土地分配的情

形》等调查文本。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在赣西南地区所做的一系列调查都得

出了相近的结论。例如，毛泽东在《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一文中明确指

出“红色区域，富农操纵经济”以及“路线不经指明，即被富农包围蒙蔽”的问

①由于本文篇幅所限，这一问题不再赘述，具体可参见孟庆延《从“打土豪”到“查阶级”：赣南闽西土

地革命再考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② 这份决议案将中国乡村社会中的富农定义为下述三类：“第一种是半地主性的富农，就是自己耕

种同时有多余土地出租的一种人；第二种是资本主义性的富农，即不把土地出租，有些还向别人租入土

地，雇用工人耕种的一种人；第三种是初期的富农，即不出租土地，又不雇用工人，单以自己劳力耕种，但

土地劳力两俱充足，每年有多余粮食出卖或出借的一种人。”（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

研室，1982: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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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毛泽东，1930a：271）。那么，“富农”与“阶级”问题缘何在这一时期成为

革命中的重要问题，并且以“路线斗争”的方式呈现出来呢？这需要从下述

两个层面展开分析。

其一，意识形态层面。1928年 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形成了对

当时中国革命所处阶段和形势的一系列判断，将“争取群众”作为“现时的总

路线”（《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议决案》，中央档案馆，1989b:
314）。这实质上是对革命形势处于相对缓和态势的判断，因此在具体的土

地革命实践中，形成了对富农相对温和的态度：“主要的敌人是豪绅地主，

无产阶级在乡村中的基本力量是贫农，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故意加紧反

对富农的斗争是不对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议决

案》，中央档案馆，1989b:321-322）然而，这一判断很快便被共产国际推翻

了，共产国际在 1929年 6月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明确写道：“无论在什么条件

之下，联合富农是不对的”，进而指出这是“解决农民问题的时候”所犯的

“严重的错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书》，中央档案馆，

1989c：688-693）。共产国际认为，中国的富农与完全资本主义农场主意义

上的富农性质不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下，这一阶级成分是与

帝国主义、旧式封建剥削形式相关联的群体，因此绝无可能成为革命的“同

盟者”，因而在革命中“必要‘不顾虑’富农，不要畏惧‘他离开革命’”（《共

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书》，中央档案馆，1989c：695-696）。共产

国际的这份指示在传达到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之后，又于 1929年 12月

在古田会议前后传达到了当时的红四军前委（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3：
287）。由此，我们才能理解 1930年 6月《富农问题》决议案及其中的“阶级”

问题所具有的政治意涵。

其二，路线斗争层面。实际上，阶级问题从 1930年开始，便不再局限于

意识形态的纲领层面，而是开始以“路线斗争”的方式进入苏区革命的实践

中。对于毛泽东与红四军而言，《富农问题》决议案在 1930年 6月“横空出

世”，除了共产国际在意识形态上的要求之外，还有更为复杂的原因。在

1930年 2月召开的“二七会议”上，毛泽东与当时赣西南党的主要领导人李

文林在土地和军事策略等问题上产生了一系列分歧。双方都将对方的主

张称为“富农路线”。当时跟随毛泽东的曾山回忆道：毛泽东同志批评了江

汉波、李文林的富农路线，指出平均分配土地的办法是正确的；谁种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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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就多分土地的办法是富农路线（陈毅、肖华等，1981：17）。与之相对应的

是，李文林则将毛泽东主张的土地政策概括为“以党内地主富农为核心的

机会主义的残余”（《张怀万巡视赣西南报告》，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

委党校党史教研室，1982b：203）。在“立三路线”的影响下，李文林对毛泽

东之前的土地政策提出了更为严厉的批评，直指其为“农民意识浓厚”与

“政治路线的错误”（中共吉安地委党史办等，1993:135）。这一分歧以及李

文林的一系列举措加剧了政治情势的紧张，毛泽东在1930年10月14日给中

央的信中明确批评赣西南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毛泽东，1930b：166），

整个苏区的革命斗争形势也愈发激烈复杂（参见孟庆延，2018）。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王明、博古的“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

思想占主导的情况下，“阶级”问题已经不再单纯停留在意识形态纲领层

面，而是以“路线斗争”的方式深度介入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来，并且被当时

的教条主义者推向了更为激进的高度。“阶级”这一理论概念，也由此具有

了“路线斗争”与“政治话语”的意涵。同时，“阶级”这一理论概念的复杂化

与实践化，在 1930年前后更多是以“路线斗争”的形态呈现出来的。进而，

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路线斗争”维度的加入，本身是一系列历史耦合的

结果。

首先，当时苏联所开启的农业集体化的历史进程构成了“反对富农”

的重要理论来源，而这一维度又蕴含着当时的苏联以及共产国际对苏联

社会结构的判断。其次，这样一种外部性的关于富农的“判断”由于当时

的中共和当时的联共（布）共享同一“主义”纲领，又由于当时的中共乃是

共产国际的一个下属支部，因此“自然”传导到了中国革命的语境之中。

最后，处于革命实践中的毛泽东与当时的地方领导人的矛盾，实际上并非

个人恩怨，而是源于革命者对“悬置”已久的“阶级”概念和理论的不同理

解，以及不同革命者对地方社会结构的不同判断。这样一系列复杂因素

的时空耦合，使得在 1930年前后的“阶级”走出了“悬置”状态，而具有了更

为复杂的内涵。

六、互构：“阶级”的系统再造

西达·斯考切波在其著作《国家与社会革命》中明确提出了“社会革命”

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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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她认为“革命”不只是战争的胜败与政权的更迭，更多的是社会结构

的颠覆与再造（斯考切波，2007）。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

革命，恰恰是一场以“阶级”为主导的社会革命——它最大限度地改变了传

统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然而正如本文前几部分所指出的，“阶级”在中国

革命中，经历了“悬置”“耦合”等一系列复杂的社会政治过程，直到 1933年

中央苏区查田运动大范围展开的时候，阶级才真正转化为付诸分田实践的

政策标准，推进着社会结构的颠覆与再造。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作为政

策的“阶级”在推进社会结构再造的同时，也被政党的政治权力与社会结构

所形塑。

1933年 2月，博古撰写了《为着布尔什维克的春耕而斗争》的文章，号召

开展查田运动。实际上，这篇文章依然停留在意识形态纲领与政治动员的

层面，强调“激发与动员群众”，并未提出更为具体的政策细节（李志英，2007：
182-183）。但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查田运动变成了量化阶级成分在中国

革命中的一次大范围实践。

1933年 10月，毛泽东在瑞金叶坪试点的经验基础上，完成了《怎样分析

农村阶级》一文，对当时中国社会各个阶级成分做了详细而具体的界定。

例如，所谓地主，就是“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

削农民为生的”，而富农则是“一般占有土地。但也有自己占有一部分土

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的。也有自己全无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富

农“经常地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或大部”；而中农则是“许多都占

有土地。有些中农只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有些中农并

无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在剥削形式上，大部分中农“一般不剥削

别人”，但是“另一部分中农（富裕中农）则对别人有轻微的剥削”（毛泽东，

1933b:127-128）。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到，一方面，阶级成分在这一时期已

经有了相对细致的界定；另一方面，这些阶级成分之间的边界依然存在着

模糊之处。

当时的中央苏区有着相对稳固的政权形态和管辖边界，具备了根据量

化阶级成分开展土地革命的客观条件。因此，阶级成分在查田运动中演化

成有着相对规范程序和既定标准的政策程序。毛泽东明确指出，要根据此

次规定的标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去解决一切实际的阶级成分问题，要

在群众中普遍解释这个标准，首先是教育干部使之完全懂得这个标准（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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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1933c：269-274）。

然而，正是在“阶级”转变为分田实践中的政策时，基于“主义”和“理论”

的政策标准与地域社会中的具体社会结构之间的张力凸显出来。因为尽管

《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中已经对阶级成分的标准做出了界定，但是其中依然

存在着大量类似于“一部分”“大部分”之类模糊的界定，这也造成了该标准

在实践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当时的中央政府土地人民委员部曾经就

查田运动中出现的问题给瑞金黄柏区苏维埃政府写过一封信，信中详细

分析了当地苏维埃政府在分田实践中出现的错误。这封信一共分析了 10
户家庭，其中阶级划分的错误主要来自“小地主”“富农”与“中农”的差别这

一问题。为此，1933年 10月，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了《中央政府关于土地

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将不同阶级成分的量化标准界定得更为详细。①

然而，这一处理方式并未彻底解决问题，反而出现了“地主富农的反攻倒

算”（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1981:770）。之所以出

现这一问题，究其根本，乃是由于在传统中国社会中，“阶级”并未成为生活

世界中的社会分化机制，而阶级成分标准本身的模糊及其与普通人日常生

活惯习之间的张力进一步加剧了“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之间的背

离。实际上，阶级成分标准本身的模糊在前文的引述中已经可以窥见一

二，而它之所以模糊，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传统社会中的家户经济使得

按照阶级标准的界定计算所谓的“劳动”“附带劳动”并不可行；不仅如此，

在小农经济和家户经济的状态下，大多数普通农民单纯依靠自身所占有的

生产工具本身就很难完成农业生产，加之战争的影响使得这一地区的成年

男性劳动力数量日趋下降，这就决定了一定会出现大量的土地出租以及换

工、帮工的现象。因而，很多生活并不富裕的人很容易变成统计数字意义

① 例如，该决定区分了“劳动”与“附带劳动”，以此作为区分地主与富农、富农与富裕中农的标准。

所谓“劳动”，就是指“在普通情形下，全家有一人每年有三分之一时间从事主要的劳动”，而“附带劳动”

则是指全家有一人每年从事主要劳动的时间不满三分之一，或每年虽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从事劳动但非

主要的劳动。这份文件进一步指出：“富农自己劳动，地主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劳动。故劳动是区别

富农与地主的主要标准”；那么富农和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又是如何区分的呢？文件指出，从暴动时

起，向上推算，在连续三年之内，除自己参加生产之外，还依靠剥削为其全家生活来源之一部或大部，其

剥削分量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者，叫做富农；而富裕中农与富农不同的地方，在于“富裕

中农一年剥削收入的分量，不超过其全家一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富农则超过百分之十五”（江西省档

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1982a：510-514）。

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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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富农”。

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如此复杂的阶级标准需要具备相当文化知识水

准与计算能力的人才能真正落实，而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这样的人才极

少，即便有大多也是那些家庭经济条件较好从而有条件读书的人，而这部分

人往往正是真正的“地主”“富农”群体。因此当时的中央文件中才有如此表

述：他们试图以“算阶级”来代替“查阶级”，通过玩弄数字来夺回失去的财产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1981:770）。

正是在上述情况下，“阶级”在中国革命的复杂语境中，衍生为一个融合

“经济标准-政治态度-社会道德评价”的多重复合概念——它既构成了社会

革命动力机制中的重要枢纽，不断通过“诉苦”等权力技术对社会结构进行

着“再造”，同时本身也是具体社会革命历史进程所塑造的产物。“阶级”与

“社会”之间，在具体历史中，形成了复杂的“互构”机制。

七、总结与讨论

（一）社会革命的动力机制

行文至此，本文的主要叙事任务可以告一段落。通过上文我们可以看

到，对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这样一段以“阶级”理论为主导思想的历史进程

而言，“阶级”本身也经历了不同角色的转换，在不同历史时期扮演着不尽相

同的角色，承载着不同的任务。通过对“阶级”本身的“过程性叙事”，我们可

以看到，经历了“悬置”“耦合”与“互构”等一系列机制，原本属于“理论”与

“政治纲领”范畴的“阶级”，最终演化成革命政党推进社会革命的重要动力

机制。不仅如此，通过整篇文章的论述，我们可以从“阶级”的“落地化”进程

中看到，作为科学知识的“阶级”、作为政治纲领的“阶级”以及作为动员技术

的“阶级”之间的复杂关联。进而，在这个意义上，本文从“革命的动力机制”

这一过程性叙事的视角，对既有革命研究中的“革命的结构发生论”和“革命

的组织动员论”这一长久争论做了回应。在文章的最后，笔者尝试围绕此问

题做一总结性讨论。

从表面上看，革命的结构发生论和革命的组织动员论之间是充满着张

力的。前者实质上是将“阶级”作为某种已经存在的社会结构事实，而后者

则是将“阶级”作为政党的组织动员技术来加以看待的。因此，在“结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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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视域下，阶级乃是一种黄宗智所谓的“客观性现实”（黄宗智，2003）；而

对于“组织动员论”而言，阶级则是一种“表达性现实”（黄宗智，2003）。从本

文的梳理来看，我们可以从下述角度对这两种“社会革命论”之间的张力进

行重新理解。

其一，不同文明社会结构的差异。上述背离有其具体原因：当革命政

党以阶级理论作为分析框架来对清末民初的社会做出分析，并尝试以源

自苏联社会经验的阶级成分来深入推进中国的社会革命之时，阶级概念

的内涵就不可避免地与中国传统社会的既有结构产生张力与矛盾——

这本质上并不是理论与实践的矛盾，而是中苏两国不同社会结构差异的

体现。

其二，不同地域社会分化机制的特殊性与阶级标准的普遍性。结构发

生论与组织动员论之间的张力，本身是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张力的自然呈

现——中国社会内部不同的历史地理区域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分化机制，这

意味着普遍性的阶级标准在实践中需要面对不同的社会结构，比如在中央

苏区所在的闽粤赣地区，“阶级”就和宗族关系、土客关系等地方性社会分化

机制相遭遇，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问题；而在北方土改中，由于北方特别是

华北社会并非像华南社会那样是一个宗族社会，也并不存在土客问题，因此

华北地区在 20世纪 40年代末大规模开展土改时，采用的阶级标准更多与村

庄内（杂姓聚居村）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关联（参见李里峰，2018）。因此，发生

论与动员论在考察“革命”的时候，实质上恰恰缺少了“过程性叙事”的总体

史视野。

其三，“阶级”这一社会学概念的不同语境。在中国革命的语境下，“阶

级”这个词语的内涵经历了从单纯的政治纲领到分田实践的具体政策标准

的变化。作为意识形态纲领和分析框架而存在的“阶级”，意味着革命政党

本身对社会性质、革命形势的总体判断，同时亦是对自身革命的正当性言

说，而它若要转换成真正落实到革命实践中的土地政策，还要应对现实政

治斗争的复杂局势，面对内在有着多样社会分化机制的地域社会，它必须

不断进行调适与补充，因而也就出现了作为路线斗争的“阶级”和作为政策

细则的“阶级”两种形态。具有丰富实质“意涵”的“阶级”，在不同语境下对

现实的社会结构进行着“定义”与“塑造”，又在具体历史中演化成组织动员

技术的关键枢纽。因此，对于中国革命而言，结构与动员之间，从本质上

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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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是彼此共生、相互塑造的关系，共同书写与刻画着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

实践形态。

其四，规范与事实的边界。实际上，无论是卡尔·马克思还是列宁，抑

或是毛泽东，作为政治理论家的他们，在对社会展开阶级的理论分析的时

候，所界定的阶级概念以及阶级分类本身，也都有着模糊或者边界不清晰

的地方，呈现出某种内在的模糊性和紧张感——这其实是理论家在对现代

社会的社会分类机制这一问题展开研究时几乎必然会遇到的问题——因

为每个文明系统、每个社会在现代社会来临之前都有自己的分类系统——

血缘、地缘、宗教等，而且这些分类系统错综复杂，当“阶级”成为一种新的社

会分类机制的时候，整个社会系统变得更为复杂了，不同的分类原则往往同

时呈现在历史个体的身上，而总会有某些特殊的事实无法周延至普遍的规

则与系统中；不仅如此，阶级理论本身在实践中还会遇到一个难题，即在生

产结构中处于同一位置和处境的人，是否会意识到他们是同一个阶级——

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情况，政治理论家同时需要让自己成为革命的实践

者，以此来弥合上述规范与事实之间、理论分析与社会事实之间的诸多张

力与缝隙。

综上，革命场景下的“社会结构”与“组织动员”，以及它们之间所存在的

那种共同塑造的关系形态，本质上是多种因素在同一个历史时空中共同聚

合与交织所产生的结果，而这种结果，最终以阶级演化为社会革命的动力机

制这一形态呈现出来。

（二）“事件丛”的“过程性比较”：方法论讨论

文章的最后，笔者还想围绕本研究所涉及的社会学研究的范式与方法

论问题做简短的讨论。

毫无疑问，本项研究属于“过程性”研究，换一种表达方式，即“阶级的社

会过程”，主要讨论的是“阶级”是如何进入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具体历史进

程的。这样一种过程性研究似乎与当下主流的社会学研究范式不尽相同，

特别是这样一种研究的推进与呈现方式，很容易被追问如下问题：过程性研

究不就是像叙事研究那样，只是讲了一点情况和一个故事吗？这对于理解

社会的结构性问题有什么意义？又或者，如果结构分析与机制分析是社会

学研究的主要研究传统的话，那么类似本文这种过程性叙事意义何在？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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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社会学家明确指出：社会学的核心是结构/机制叙事，而不是事件/过程叙

事。如果大多数社会学家都热衷于围绕历史转折点、历时性时刻，或者分水

岭事件这些概念去建立各种事件/过程序列叙事，那么社会学不就成了历史

学了吗？（赵鼎新，2020a）
笔者认为，社会学主流研究范式中的结构/机制叙事与过程性叙事既不

冲突，也并非学科归属与学科边界问题。①不仅如此，过程性研究本身可以

极大限度地弥补结构/机制叙事本身的天然缺陷。一方面，结构分析是社会

学研究的经典传统，它强调面对涂尔干意义上的“社会事实”，并不断揭示

“社会事实”的基础结构要素。然而，二战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社会学研

究，过分强调静态的结构分析，简单将对复杂文明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分析

抽象简化为一系列结构要素的归类，这才有了米尔斯批判的“抽象经验主

义”。在这个意义上，过程性分析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回答“结构从何而

来”这样一个基础问题。另一方面，机制分析是社会学研究中的另一“法

宝”，所谓“机制”，按照赵鼎新的说法，“机制”的核心是“一组控制条件下能

被持续观察到，同样也能通过推理获得的，因此是可以被解释的有着固定

规律的因果关系”，而社会学的机制研究，一个重要的地方在于需要从经验

现象中的某种特殊机制提升到普适机制——“在发现了一个特殊机制后应

当怎么通过抽象思维来获取更具普适性的机制，从而增强研究的理论意

义”（赵鼎新，2020a:6）。实际上，赵鼎新指出了机制研究的本义，而且还敏

锐地指出了机制解释所存在的“宏观微观脱节、结构/机制和行动者脱节”的

问题（参见赵鼎新，2020b）。然而，机制解释本身实际上并不脱离“过程”，

因为研究者只有在直面经验现象的总体发生过程之后，才能真正从中“提

炼”出所谓的“机制”。一旦研究者将“过程”抛之脑后，只看到孤零零的现

象本身，那么他所得出的“机制”，也将变成“悬浮”于社会内在机理的抽象

的机制。

其实，无论是结构分析还是机制分析，在今天的社会学研究中都面临另

一个问题，就是在研究中过分追求所谓的“普遍性”所导致的“解释失真”。

①回顾社会学学科的学术史，我们就会发现，这一学科的学科属性从其诞生之初就是由研究的问题

意识决定的，而不是由某种研究方法或者叙事策略来决定的。本质上，社会学是关于文明特别是关于现

代文明的总体性研究（参见渠敬东，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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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来说，今天的社会学家非常追求在研究解释中发现“规律”，而且对

“规律”的发现又直接和这一规律本身的“普遍性”建立起关联，进而，一旦一

个“规律”具有了最大限度的普遍性解释力度，那么很多学者会认为这就是

社会学的“理论工作”，因此，研究者开始朝着“加大被解释问题的信息量”这

一方向不断努力（赵鼎新，2020b）。然而，这里内在的张力在于，人文社会科

学所面对的研究对象，终究是多样化的文明、人物、制度、事件，尝试面对如

此多样的社会现象，做出普遍性程度极高的阐释，这样一种工作，其本质就

是在做求取“最大公约数”的工作，而我们都知道，求取最大公约数的工作本

身，就是在做“化约”和“剪裁”的工作，那么，被“剪掉”的究竟是什么呢？其

实就是无法被普遍性解释归类的要素，而这些要素，很多时候恰恰是我们理

解一个“社会”最为关键之处。

例如，巴林顿·摩尔和西达·斯考切波是美国比较历史分析的重要代表

人物，前者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不同国家经历了革命与战争，最后形

成了不同的制度？而后者的问题意识在于比较俄国、法国、中国三个国家革

命路径的差异。他们都在自己的研究中敏锐地指出了“阶级”是理解革命路

径异同的重要变量（斯考切波，2007；摩尔，2012）。然而，本文的研究却发

现，只把解释落在“阶级”这个维度上是一种“化约”行为，也非常容易“失

真”——因为对于具体历史处境下，有着不同工业化程度和不同文化基础的

国家，“阶级”本身就有着不同的内涵，也有着不同的呈现方式。本研究发

现，“阶级”在中国革命的历史场域中，有着不同层次、不同维度的意涵，更为

重要的是，这些不同的层次与维度既不是逻辑上的互斥关系，也不是时间上

的继替关系，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应对各种“情势”和“社会事实”衍生而成

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具体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过

程，也才能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理解“阶级革命”的实质意涵：它既不是单纯的

社会改造的策略技术，也并非僵化的理论教条，而是革命政党系统应对总体

性危机的实质方式。

同时，本文所秉持的这样一种“过程性叙事”，实质上乃是一种以“事件

丛”为核心分析单位的“过程性比较”。所谓“事件丛”，是指构成制度诸节点

的事件序列。例如本文就围绕“阶级”从理论到实践的诸多节点性事件进行

了过程性比较，发现在每一个关键节点上，革命政党都面对着不同的政治与

社会情境，而“阶级”的每一次突变，又是不同结构性要素耦合叠加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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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不断促使着“阶级”演变成革命的动力机制。由此，在结构/机制分析

之外，过程性叙事的意义就在于帮助我们全面而具体地理解所谓的“社会事

实”，并努力从过程叙事中“捕捉”那些容易被“抽象”和“过滤”掉的细节，以

“抢救”那些无法被纳入“抽象规律”解释的部分——它们往往才是理解一个

社会系统的关键所在，也是帮助我们深入理解一个文明系统的结构要素与

社会机制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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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ynamics Mechanism of Social Revolution:

The Land Revolution in the Central Soviet

Period as an Example
MENG Qing-yan

Abstract：In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the“structur⁃
al genesis theory”and the“organizational mobilization theory”are two impor⁃
tant theoretical tradition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debate between these two
theoretical traditions stems from their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the concept of

“class”, which makes them neglect the overall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f the revo⁃
lutionary studies. Taking the land revolution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
na from 1927 to 1934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provid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by using“process comparative research”as the primary
analytical framework. The author attempts to reveal how“class”constitutes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social revolution and understand the social process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This paper
finds that in the land revolution from 1927 to 1934,“class”, which originally be⁃
longed to the level of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programs, began to play a real
role in local society.“Class”, the complex political situation of the time, and
the original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regional society influenced and shaped one
another. Through the mechanisms of“suspension”,“coupling”, and“mutual
construction”,“class”finally evolved into the driving force of the social revolu⁃
tion and completed the social process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Keywords：class; social revolution; dynamism mechanism; regiona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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